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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期城镇无户籍人口问题探析

张 学 兵

未在户籍管理部门登记、不被户籍部门掌握或认可的人口或人家，即为无户籍人口，一般被通
俗地称为 “黑人黑户”。1958 年 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行后，黑人黑户一度成为
社会生活、社会管理领域的高频词汇，常常出现在公安文书和党政文件中。不同时期，它所反映人
群的印记不尽相同，计划经济时期，主要与人口社会流动管制有关;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则更多地
与计划生育政策相连。及至 2015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
的意见》，沿用数十年、涉及众多人口的 “黑人黑户”，成为历史名词。

计划经济时期，黑人黑户分布城乡各地，其在城镇者更有独特的历史意蕴。当时，户口登记、

迁徙制度与城镇居民生活资料供应制度紧密结合，农民向城镇流动极为困难，遑论移居常住了。清
理城镇黑人黑户①，也是公安、粮食部门的重要工作，常年开展，② 甚至以运动的方式推进。然而，

社会生活千变万化，制度安排百密一疏，城镇黑人黑户虽迭遭遣返，却不断产生，不曾绝迹，还有
增加的势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演化为一个社会和政治话题，连年受到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在
城乡分割的背景下，城镇黑人黑户的发生发展，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城乡交流和沟通形
态，它直观地反映了城乡利益分殊下社会主体的现实选择，曲折地表达了城镇经济发展对农村要素
的真实需求。

关于城镇黑人黑户，相关人口、户籍、粮食等问题的著述中，或多或少会有所提及，但基本上
是从政策实施的角度，谈及他们被清理、整顿、遣返的情况。至于将城镇黑人黑户作为一种实际存
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群体，考察其为何形成、如何形成、怎样生存等方面，似乎未见有专文论及，

本文略作尝试。

一、城镇黑人黑户的发展脉络和生成机制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中，持续进行着努力和探索。
50 年代初，为集中使用有限的社会资源，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赶超战略，构建起以行政
权力配置资源为要旨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起步，一整套附属或服务于计划经济的
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逐步确立、运转以至强化，以城乡分割为基本特征的户籍制度，便是其中极为
重要的一项。

依据 1958 年 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只有通过招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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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有限途径，农民才能移居城市①。《条例》的制定颁布，标志着以城乡分割为基本特征的户籍
制度正式形成②。户籍制度在运作中，逐步与各种向城镇倾斜的就业、福利、供应等制度结合在一
起，其中与粮食计划供应的结合堪称要害。1963 年以后，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是否吃计划供应
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户口性质的标准，吃国家供应粮食的户即城镇居民户被划为 “非农业户口”③。
不断强化的户、粮关系一体化，构成计划经济时期一项重要的制度形态，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基
本规范和秩序之一④。

从制度安排来说，农民不获得城镇户口，市民失去城镇户口，都将难以在城镇立足。人们也多
有这样的认知，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当时的粮食、棉布均是统购统销，城里人没有户籍几乎无法
生存”⑤，“黑人黑户的难处不在户口，而在没有粮本，这意味着你没饭吃”⑥。

但从制度实施和社会运转来看，总存在一部分人，他们不被户籍部门认可或掌握，实际又一度
或一直生活在城镇之中。这些城镇黑人黑户的发生发展，自有其内在机制和历史脉络。

( 一) “大跃进”时期的黑人黑户
户籍制度的要义之一就是限制农民自发流入城镇，不过，该制度刚一确立，就遭遇 “大跃进”

运动。相关部门把整顿户籍、清理黑人黑户纳入贯彻 “大跃进”的工作部署，各地开展关于 “十
无”或 “十一无”的社会治安运动，其中一 “无”就是 “无黑人黑户”⑦。然而，“大跃进”也给
人口流动和户籍管理带来干扰，劳动部门下放管理权，致使招工失控，农民入城的限定一度形同具
文。职工队伍、城镇人口迅速膨胀，1957 年到 1960 年，城镇人口从 9949 万骤增至 1．3 亿，吃商品
粮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 15%跃升为 20%⑧。

几年间增加的职工和城镇人口，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农村，而且办理了一定手续，但被称为 “盲
流”⑨的亦不在少数。广东省莲花山干部农场，1959 年在场的下放干部调回原单位，因劳动力不足，
接收盲目流入广州市的无户籍人员三四百人〇10。1958 年到 1962 年间，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从农村
迁入的正式户口达 49200 人，另外还有一大批盲目流入城镇的黑人黑户〇11。

在大招工的过程中，所谓私雇乱招频繁发生。上海闸北、杨浦、新成、江宁、虹口、榆林、卢
湾、邑庙等区，1959 年各工厂企业私自从农村和人民公社招工的现象十分严重。上海市建筑公司所
属张林记等工厂私招临时工 135 人，其中 55 人是直接或间接在浦东、南汇、川沙、宝山以及浙江
等地招来的农民〇12。这些私招的农民，一部分成为 60 年代初清理黑人黑户运动的对象。1960 年，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经重新核定户口、核定粮食供应计划，至 9 月底，全区处理无户籍人员 1942
人，动员返乡 1324 人，主要是 1959 年 1 月 1 日以后进城的职工家属、“盲流”和被私自招工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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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员①。
“大跃进”中，生产和建设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异常亢进，从农村流向城镇的人口，有的虽然

不被掌握、未经认可，但也能获得一定条件和机会，造成有的厂矿企业 “黑人黑户普遍存在”②。

此外，“大跃进”期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部分农村发生饥荒，灾区农民有的离家出走，或
投亲靠友，或成为流民流入城市和未受灾的地区③。那些流入城市投亲靠友、或在城市流浪的人，

自然就成为城镇黑人黑户。
( 二)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黑人黑户
60 年代初，因应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开展了为期 5 年的经济调整，重大举措之一就是精简职

工和城镇人口。从 1961 年到 1963 年 6 月，全国共精简职工 1887 万人，减少城镇人口 2600 万人。

人口精简中就涉及黑人黑户的清理，1960 年到 1962 年间，中共中央先后出台关于核实并压缩城镇
人口、整顿并减少城镇粮食供应的规定，一再要求清理企业、事业、机关中的黑人黑户，取消黑人
黑户的粮食供应，动员农村来的黑人黑户回乡④。然而，城镇黑人黑户一边被清理，一边又产生，

这有几个方面的背景因素。

一是回乡人员的安置，有未尽完善之处。1961 年 8 月，中央精简办公室一份简报指出: 有的地
方公社和生产大队干部对回乡人员不欢迎，拒绝接收; 有的地方不给回乡人员分自留地。如北京房
山石窝生产队回乡的 60 人，都没有分到自留地。对回乡人员的住房、农具和生活用具等，有的地
方没有很好解决。还有的地方不给回乡人员分派农活，对他们的使用也注意不够。由于这些原因，

少数回乡人员在农村没有安定下来，有的不干活，搞投机生意，有的又跑回城市。⑤ 1962 年 6 月，

国务院秘书厅所编的一份 《群众来信来访反映》集中提到 “有些社队不欢迎回乡职工”的情况，

指出被精简的职工来信来访显著增加。5 月，他们来信 2000 件，来访 432 人。所反映的问题，主要
是被精简的人员得不到妥善安置……不少人因为得不到安置，到处奔波。⑥ 农村社队不欢迎回乡人
员，不积极安置，这不难理解。精简缓解了 2600 万城镇人口的粮食供应压力，但他们的粮食供应
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转移到农村，这就与农民在粮食获取方面形成竞争。那些 “到处奔波”“跑
回城市”的回乡人员，有的就会成为城镇黑人黑户。

二是随着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对劳动力需求增加。一些地方精简职工过多，超额完成精简计
划，如吉林省精简超额完成 20．7%，河南省超额 9．7%，福建省超额 8．2%⑦。经济形势好转后，各生
产单位对劳动力需求开始增大，但鉴于 1958 年的教训，国家对劳动指标控制得比较严，一些生产、

建设单位便在计划外招收工人。1963 年至 1965 年，青海省地区、县办工业开始起步，区、县各企
业主管部门在国家计划之外，从城镇职工家属、街道闲散劳动力及农村招收一批人员⑧。同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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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基本建设项目上马，县办工业大量兴起，各地、县主管部门在劳动计划之外，从城镇职工家
属、社会闲散劳动者中招收一批人员①。一些农民借机再次流向城镇。有的地方反映，不少生产单
位雇用黑人黑户。1963 年后，贵州省贵阳市中建四公司六处和西南铁路局贵阳材料厂，先后由外地
来了 5 户家属，被安置在本单位做临时工②。1964 年 10 月，广东省海南区进行户口整顿，复查 41

家企业单位的户口，查出黑人黑户 6196 人③。
(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黑人黑户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此前一直缓慢进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嬗变为大规模社会、政治运

动，1968 年至 1979 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共计 1447．52 万人④。城镇企业单位却又大量从
农村招工，“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农村招工 1400 万⑤。城乡人口大进大出，流动异常，加之户籍
部门受到政治运动冲击，黑人黑户不断生成，计有以下几类情况。

第一类: 在政治运动冲击下，有的干部被注销城镇户籍，下放原籍却不被接收，只得辗转回
城。曾任西安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田景福回忆，红卫兵运动期间，他和妻子被注销西安户口，

遣送回山西原籍，他去老家的公安局报户口时，工作人员说只收 “四类分子”，建议他们回西安。4

个月后，夫妻俩回到西安，无工资收入，无口粮供应，成为黑人黑户，一住就是 5 年。⑥

第二类: 60 年代初被精简下放的职工，在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下，有的自发回城。四川省绵竹市
不少被精简职工要求复工复职，下乡的原城镇居民要求回城上粮上户，少数人为此组成 “造反组
织”，批斗党政领导干部。一些人由于生活困难、身体病弱等原因，回到城镇长期滞留，与农村脱
了钩，城镇却管不上。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川省剑阁县下放的城镇人口逐渐发生变化，有
的经营不善，自动放弃商业服务工作，就地转向农业生产; 有的跑向原场镇回原店组工作，或自谋
职业，但都成了黑人黑户⑧。1966 年，云南省永善县下放一批城镇人口到农村，随后部分下放者流
回。据 1974 年调查，全县黑人黑户 392 户、1221 人，多数系城镇下放农村户倒流回来的。⑨

第三类: 上山下乡的知青中，一些人不适应农村生产生活，倒流回城镇。改革开放后曾作为个
体经济代表受到胡耀邦接见的容志仁，1968 年夏从广州到阳江农村插队落户，待了半年，他和母亲
缺吃少用，更没有生产工具，于是倒流回广州，成了黑人黑户〇10。不少知青宁愿回城当黑人黑户，

也不愿在农村当农民〇11。

第四类: 城镇户口被注销，人没有离开城镇。下放城镇人口，多以运动的形式推进，相关部门
为完成指标任务，精力主要用在动员、劝说注销城镇户口，至于能否切实落籍农村，未必在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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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范围内。有的家庭确实困难，户口注销但人没有离城，相关部门有时也默认①。比如，湖南
省冷水滩市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几批城镇居民，其中一些不符合下放政策和有实际困难的下
放人员长期逗留城市，形成黑人黑户②。吉林省吉林市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大量无户口人员流
入市内，据不完全统计，此间流入市内的无户口人员有 5 万多，还有很多人是身带迁移证或户口已
下乡而人仍在市内，形成两不管的黑户③。1970 年至 1972 年，江苏省南京市一些农村人口盲目流
入城镇，部分支边、上山下乡人员倒流回城镇，有的甚至户口迁出而人滞留城镇，致使无户口人员
增多，仅南京市城郊就有 6500 人左右④。

整体上看，城镇黑人黑户的形成首先是一种制度现象。体制机制和政策安排限制了自发流动的
权利，部分流向或居住城镇的人，立足空间变得极小，即使立足，在行政管理、社会治安上也处于
某种 “非法”的状态。社会需求和利益落差，总会驱使部分人公开、不公开地自发流动，城镇黑人
黑户也就总会在不同地点、以不同样貌表现出来。“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等经济、政治运动，
造成建设规模严重超出常规、人口流动异常、社会管理混乱，这使得城镇黑人黑户的产生机制和人
群来源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其来源大致以两类人群为主: 一类是农村户籍的人，他们为找工作
自发流入城镇，或通过婚姻关系进入城镇，均得不到户籍部门认可; 另一类人，本来是城镇户籍，
由于经济困难被精简或因政治运动被下放到农村，他们有的被注销城镇户口而人没有离开城镇，有
的一度来到农村又倒流回城镇。

二、城镇黑人黑户的数量规模和生存空间

既然城镇黑人黑户的情况不被户籍部门掌握或认可，其具体数量就不可能有确切的统计，从史
料的角度说，主要可以通过各地查处、清理的情况大致观察。根据各地方志的记录，城镇黑人黑户
的发现方式有以下特点。

其一，黑人黑户主要经由公安、粮食部门清理发现。它们或单独行动，或联合行动，查处整顿
黑人黑户。有时还有粮食、户籍之外的部门参与清理整顿，如贵阳市乌当区为控制农村人口盲目流
入城镇，1961 年实行由派出所、粮食局、商业局联办户口办法。1963 年，在人口大普查中，查处
黑人黑户 330 户、1083 人。⑤ 此外，有时政治运动也是清理黑人黑户的一个渠道。如 1960 年 4 月，
新疆巩留县委决定在新扩建的企业中开展 “肃反”工作，共查出贪污公款的 12 人、无户籍人员 19
人、地富分子1 人、其他可疑人员 13 人⑥。

其二，黑人黑户比较多地集中在社会政治运动开展之际被发现，尤以 60 年代初城镇人口精简、
下放和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运动时段为多。有的地方还有一些简单的统计分析。比如辽宁省沈阳
市，到 1966 年 4 月，已动员返回农村的回流 ( 无户口) 人员 3279 人，占回流总人数的 86%，尚有
500 余人滞留市内不走⑦。安徽省合肥市在 1968 年 10 月至 1969 年期间，共动员城市人口 4478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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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占全市总人数的 13%，其中无户口人员下放回原籍 2876 人①。

揆诸常理，查处、清理的黑人黑户，要小于实际存在的数字。各地粮食志、户籍志等地方志反
映，无论层级低的乡村城镇，还是层级高的大中型城市，均有黑人黑户被查处，这种现象可谓屡禁
不止、长存不辍。社会政治运动开展的时候，相关记录更多，这也说明在社会运转相对和缓时，黑
人黑户的情况更多的是隐而不彰。

至于全国的整体情况，所见资料更少，笔者只有零星资料可以借鉴使用。据 1971 年 3 月统计，

全国无户口人员共 213．6 万人，其中城镇 91．5 万人，工矿、林区 60 万人，农村地区 62 万人。1977

年统计，全国无户口人员增加到 228．5 万人。② 大致可以认为，城镇 ( 含工矿区、林区) 黑人黑户，
1971 年有 151．5 万人，占全国同类人口的一大半，及至 1977 年，人数有所增加。另据 1978 年全国
第三次治安工作会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全国历年积压的无户口人员达 264 万人③。80 年代初，

全国无户口人员约有 280 多万④。无论 264 万，还是 280 万，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正是城镇和工矿区
的黑人黑户。

质言之，至计划经济后期，全国城镇 ( 含工矿区、林区 ) 黑人黑户的总数，或许不及 200 万
人，较之全国几亿人口，绝对值很小，相对值更低，但其问题和意义，主要不在数量，而在社会背
景和制度特征。有学者指出，户籍制度通过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发挥第一重守门员作用，从城市
外部限制人口进入城市; 通过户口和票证制度，发挥第二重守门员作用，使外来人口在城市无法生
存⑤。这一形象的概述，整体上是不错的，但在层层把守下，部分人还是突破了制度，前文所述黑
人黑户的发生机制和脉络，可以解释第一重守门员何以被突破，至于第二重守门员被突破，恐怕因
为黑人黑户尚有一丝生存空间。

那么，这些无户籍的黑人黑户是如何在城镇生存的呢?
( 一) 以地摊、临工等边边角角的临时营生维持生计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控制大多数经济活动，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多地投入到事关 “国计”的领

域，“民生”方面的投入则颇多欠账。1956 年以后，连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都被 “改造”，导致
商业网点不足，流通渠道不畅，国营企业产品数量不赡、质量不佳。此后几十年间，“吃饭难”“穿
衣难”“理发难”“洗浴难”等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现象。这就使一些人从事体制外的、零星
的商业和服务工作成为可能。

比如，60 年代初，河南省新开辟的惠济河航运停航，看守船只和在开封附近劳动的船社员被安
置他处，因通知不到流落到外地的船社员，206 人未及转移，但他们的户口、粮食关系被当地注销，

待他们辗转来到新安置地，又不被接收。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黑人黑户流落在开封、西华、项
城、沈丘等县市，以拉运沙石、打零工、做小商小贩等维持生活。⑥ 前述四川省绵竹市 “文化大革
命”中倒流回城镇的黑人黑户，也是 “或靠亲友，或做杂工，或搞商贩维持生活”⑦。

这些黑人黑户临时从事的，无论是纯体力劳动，还是稍具技术性的零星工种，乃至体现一定人
力资本价值的小商业，不仅在特定时空环境下为自己求得了生存之道，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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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便当地群众生活的作用。拉长历史时段来看，其中的一些人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还成了改革年代早期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创业者，前面提到的广东容志仁的情况，并不是个例。
( 二) 非正式受雇于工厂企业而获得收入
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常常在国家劳动计划之外，招收、雇用一些劳动力，这就为城镇黑人黑户

提供了受雇机会，从而获得生活资源和在城镇居住的空间。

企业雇用黑人黑户，受具体环境影响，出发点不尽一致。有的是为了照顾正式职工的情绪，解
决家属问题，比如前文提到的中建四公司六处和西南铁路局贵阳材料厂的情况。更多的还是变通政
策，以较低的成本雇用临时工，解决劳动力需求问题。安徽省舒城县的国营舒城南港机械厂，是一
家木材加工企业，60 年代该厂有 5 名做工的农民，企业不负责转正，这些人一直干到退休，始终没
有成为市民，户口关系一直在农村①。贵阳市一些企业单位擅自雇用无户口人员做临时工，1963 年
初步调查，仅市人民医院、市邮电局、市公共汽车公司、水暖器材厂、南明区汽修社、客车总站 6
个单位，就雇有无户口的临时工 9 人②。有的黑人黑户有一技之长，也为企业所需。比如，1970 年
1 月，河南省潢川电器厂被上级革委会调查，问题主要就是 “派判过刑的人采购，还有人户口未带
( 指该厂使用的技工) ，不算黑人黑户”③。

总的来说，在六七十年代，由于体制性和经济性因素，各类各级生产建设单位计划外用工的现
象十分常见，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到计划经济末期，人数已达 900 多万④。这其中，当有一定数量
是属于黑人黑户。

( 三) 依托地下经济渠道得到一些生活物资
1965年 11 月，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市场上投机倒把活动情况的报告中，分析了投机

倒卖物品的流向。渠道之一就是以贵阳市为中心，布票多数是由荔波、独山、榕江等少数民族地区
流入，投机倒把分子则从贵阳带回粮票销给黑人黑户、“盲流”人员⑤。从中可以看出，各类黑市
交易是城镇黑人黑户一个重要的生活资料来源。

事实上，60 年代初中期，严禁上市的粮食等 “一类物资”在黑市的交易已成为 “普遍存在的
事实”和 “公开的秘密”⑥。本来没有价格、更禁止买卖的各类票证，交易十分普遍。在浙江省杭
州市，买卖的票证有粮、油、烟、酒、糖、鞋、糕点、火柴、水产、豆制品、购物券等 13 种。河
南、河北、山东等地的不少地区集市上，倒卖票证的人用木棒夹着粮票、布票公开叫卖。⑦ 1962

年，上海市粮票每斤 0．85 元至 0．90 元⑧。1966 年到 1970 年，山东省倒卖粮票、布票、煤票的情况
突出，出现倒卖粮票十万至几十万斤的大案⑨。

更进一步说，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黑市交易、地下工商活动等在内的地下经济现象，虽历
经起伏，却一直没有中辍。这类经济现象干扰了当时的经济秩序，有时也存在有违社会公平的问
题，但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计划经济时期过度监管的一种应激反应，是对某种社会生产、生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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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曲折反映①。地下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为城镇黑人黑户提供了一种可能，只要经济条件尚可，
那些由政府部门定量、低价供应城镇人口的粮油等生活物资，也可以通过黑市等渠道用高价购得。
1977 年，青海省海西州全州干部和职工家属中，有 2800 户、7000 人左右落不上户，有的小孩已经
长到 20 多岁，还是黑人黑户。这些人虽然没有户口，但通过买高价粮等办法，实际上解决了吃饭
问题。②

( 四) 通过人情关系等变通途径
在制度、规范的执行过程中，可能会有变通，甚至违规。前文言及很多地方清理黑人黑户，同

时还查出他们冒领的粮食数量，这其中显然有违纪、违规的因素。比如贵州省晴隆县，1961 年对
62 个集体用粮单位进行查实核对，查出虚报冒领、贪污盗窃粮 18926 斤，其中，黑人黑户 42 人
( 户) ，粮食定量 2226 斤③。江西省分宜县在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中发现，1961 年全县 26 个单位有
虚报、假报、保护黑人黑户计 1641 人，冒领国家粮食 279565 公斤④。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和性质不算严重、易于被理解的人情关系，也为城镇黑人黑户提供了一定
的生存条件。比如，向永久的妻子从浙江来青海西宁后落不了户，老大、老二出生后一段时间都是
黑人黑户，没有副食品的定量供应，4 个人只靠他 1 人的口粮和随带供应的副食过日子，当然很不
够。靠着在房前空地种点菜、间或有同事资助的粗粮 ( 粮票) ，有时也托人从牧区捎点牛羊下水，
才勉强糊口。老二出生后，产妇营养不良，没有充足的奶喂孩子。他因为曾带着学生在奶牛场学农
劳动一个月，有这点人情，弄到每月 20 斤的牛奶供应票，但也只限半年供应期。当时凭出生证，
可每月去牛奶供应站批购牛奶供应票，但需求量与产量相差实在太大，不走点后门，是不大容易得
到的。⑤ 任宗耀 1971 年结婚，妻子是农村户口，婚后报不上城镇户口，农村生产队又不给分粮，后
来又有了两个孩子，4 口人吃他 1 个人的供应粮 ( 31 斤) ，油票和布票也要从黑市上买。因粗粮便
宜，有一次听说粮站处理土麦，便托熟人买了几百斤，妻子几经拾掇，从中捡出几十斤瘪瘪麦。⑥

黑人黑户还有其他生存之道。有的场合，如火车上购买食品不需要粮食票证，家中有 “黑人”
的城镇居民，就可能通过这样的渠道，聊作弥补。70 年代初，河北省戏剧学校的王德彰家有 6 口
人，老母亲是农业户口，粮本上无名，粮食定量不够。当时，每个火车站在火车暂停时，月台上都
向旅客出售烧饼，一张火车票限购两个，不收粮票。他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从石家庄上车，在定
州、保定、涿州等火车停靠时间较长的车站，迅速下车，排队买烧饼。出一趟差，来回可买 20 来
个不用粮票的烧饼，全家可吃两三天，变相提高了粮食定量。⑦

但从整体上看，城镇黑人黑户的生存空间还是很有限的，即使通过节衣缩食、黑市买卖、非正
式受雇劳动收入等渠道，也只能解决一两个人最基本的衣食问题，一旦涉及医疗，尤其是第二代、
第三代子女就学问题，黑人黑户就彻底踢到了挡板，遭遇制度性困境，几乎难以克服。不过，即使
透过这些有限的生存孔道，也可以窥见计划经济时期制度执行和社会运行中极具时代特征的张力。

三、城镇黑人黑户的问题积累和历史归宿

计划经济时期，各级政府不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效果有限。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黑人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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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演变为一个社会话题和政治议题，并且逐步呈现新内涵、新特征和新趋势。随着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城镇化深入推进、户籍制度全面改革，“黑人黑户”最终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 一) 计划经济时期解决城镇黑人黑户问题的努力
城镇黑人黑户的断续乃至持续存在，引起各级、各地管理部门的正视以至重视。辽宁省抚顺市

1965 年的人民来信来访，反映较多的是精简安置、劳动就业和无户口人员要求落户的问题，三类问
题占信访总数的 70%左右①。广西玉林县 1972 年至 1976 年的人民来信来访中，最突出的是城镇黑
人黑户问题。据 1972 年 5 月统计，玉林县有黑人黑户 1828 人，多数为出嫁妇女及其子女，还有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遣返原籍的城镇人口。生产队担心人口增加，分配值下降，不愿意接收被遣
返原籍的人口。这部分人长期不能落户，无处分口粮，生活困难，经常带着孩子到县革委会要求解
决问题。1974 年 10 月 16 日、17 日两天，玉林城区出现 200 多名妇女 ( 有带小孩的) 到县革委会
要求解决户口、粮食、工作问题。②

各地各级政府也了解黑人黑户成因复杂，简单的清理和遣送虽一时见效，但不可能长久济事，

因而也正视这个问题。如广东省云浮市，随着粮食生产有所好转，从 1963 年开始，对压缩城镇人
口后仍长期滞留城镇的无户口人员，公社无法解决粮食的，由国家恢复供应③。1969 年 7 月，贵州
省金沙县革委会请求地革委会解决本县城镇无户口人员的棉布供应问题。当时全县统计，被称为
“黑人”的无户籍人员计 900 余人。④ 这固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黑人黑户问题，但能切实解决黑人黑
户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仍不失为一种积极作为。一些部门对黑人黑户试图区别对待、分类处理。
1965年，广西农垦局规定: 国营农场的男女整半辅助劳动力，都应纳入国家劳动计划。农场的黑人
黑户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清理。属职工直系亲属的，除 “四类分子”外，均应当安排他们参加
劳动，并在征得地方党和政府同意的原则下解决粮油供应和户口问题。属非直系亲属的，一般应动
员回原地参加生产劳动。属 “四类分子”的，应限期回到原籍。⑤

中央政府和相关部门也逐步重视这个问题。1975 年 3 月，国家计委印发 《关于解决职工夫妻两
地分居问题的意见》，其中指出，有的地方一些家居农村的职工家属，自行迁入职工所在地，长期
未解决落户问题，成了所谓黑人黑户。对于这些人，有条件的地方，企业要组织他们从事农副业生
产，落实农业户口; 没有条件的地方，要动员他们返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农村社、队应准许落
户，不得歧视，并协助做好安置工作。⑥ 1978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
见》指出，许多城市和工矿区，都有相当数量的按政策留城和回城的待业知识青年，长期没有得到
安置。还有一批不在户籍的黑人黑户，其中有些人有工作，但没有粮票，要吃高价粮，有的孩子已
大，不能入学。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安定团结。有关部门和地方，应加强调查研究，区别
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尽快解决待业知识青年的劳动就业问题; 并根据公安部户籍管
理的规定把黑人黑户的问题解决好。⑦

总体来说，计划经济时期，大多数社会经济资源由行政权力配置，社会经济的自主空间较弱，

城镇尤其是大中城市容纳能力不足，解决城镇黑人黑户的问题，除了运动式的清理、遣返以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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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性政策之外，社会资源有限，政策空间不大，方法手段单一，问题也被逐步积累起来。
( 二) 城镇黑人黑户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话题
70年代末 80 年代初，黑人黑户问题受重视的程度更高，首先反映在最高领导层给予了关注和

指示。当时煤矿区是黑人黑户的重镇，矿工的妻儿没有城镇户口，又长期居住在矿区，这个问题严
重影响到煤炭工业发展。1980 年初，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到淮南煤矿调研。随后，新华社 《国内
动态清样》反映淮南煤矿黑人黑户的情况，引起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重视。① 1980 年 1 月 22

日，国务院主要领导听取国家能源委员会汇报时指出: “煤炭 ‘黑人黑户’问题，从现在起逐年解

决，要定个年限，五年内全部解决。”②9 月 19 日，煤炭工业部与公安部、粮食部、国家劳动总局、

全国煤矿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解决煤矿黑人黑户问题的座谈会③。

再者，解决城镇黑人黑户问题，连续几年受到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1980 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上，魏正亭等 5 人提出 《关于解决 “黑人黑户”案》，任志忠等 4 人提出 《关于解决煤矿 “黑
人黑户”问题案》④。1981 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谷同书提出 《要求适当解决 “黑人黑户”

问题案》，金克提出 《应重视矿山劳动力更新和有关劳动政策案》，李永春提出 《关于妥善解决农
村妇女与职工结婚后的户口案》⑤。1982 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张福财提出 《解决城市和企
业无户口人员的落户问题案》，李淑贞提出 《解决农业 “黑户”问题案》⑥。全国人大代表连年关注
黑人黑户问题，说明这个问题已经较为普遍、严重和迫切。

( 三) 黑人黑户问题的解决
随着 70 年代末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启动，城镇黑人黑户问题开始逐步得到解决。一些曾以

黑人黑户名义被清理的人员，得到安置。一些从城镇下放却不曾真正落户农村的，如倒流回城的居
民、知青等，落实了政策，重获城镇户籍。一些农村户口已被注销又长期无法落户城镇人员的户口
问题，通过 “农转非”的方式予以解决。一些自发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被动员回乡，并逐步解决
其农村落户的问题。

当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形势发展，城镇能够容纳更多的无城镇户籍人口，也更多地需
要这些人为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服务。同时，户籍制度也有所松动，从 1984 年开始，务工、经商、

办服务业的农民，可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⑦。

城镇黑人黑户的内涵、特征和来源，随之有所改变。就其来源来说，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
而无法报户口的人，逐渐成为主流。这样的黑人黑户，农村或许更多。有材料反映，80 年代山西一
些贫困县黑人黑户人数上万⑧。1991 年，全国约有 100 万 “黑孩子”，有些农民长期在城镇务工经
商，计划生育管理出现空档，有的随意生孩子，不申报户口⑨。及至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全国 “黑户”有 1300 万人，占总人口 1%，大部分是超生未上户口的，占比 60%以上。此外，“黑
户”还包括没有主动上户口、弃婴、未婚生育、相关证件丢失、户籍办理程序烦琐、基层部门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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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等多种因素所导致。① 这么多黑人黑户的存在，事关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和谐稳定。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加强户口登记管理、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等问题多

次提出明确要求，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推进和落实。2015 年 12 月，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要求为包括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无
户口人员等八类人员依法登记常住户口。至此，“黑人黑户”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四、余论:作为一种特殊城乡沟通形态的城镇黑人黑户

计划经济时期的城镇黑人黑户，与特定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紧密相关，更是城乡分割的制度
安排的直接结果。换一个角度看，这一时期黑人黑户的发生发展，以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说明: 城
乡之间本不可分，即使作了人为的、强制性的分割，城乡之间的各种要素也会以种种间接乃至扭曲
的形态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它可以视作一种自发的城乡人口流动形态。计划经济时期，城镇黑人黑户作为一个群体，从
来没有消失过。作为个体，有的黑人黑户在城镇一住就是多年。辽宁省铁岭市 1973 年 3 月对城镇
无户口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盲目流入城镇 1 年以上的无户口人员有 7377 人，其中 10 年以上的
809 人②。据陕西省西安市 1983 年前后统计，职工、干部申请农村家属进城落户的每年都在五六千
人左右。另外还有 4 万余名长期逗留城市不走的黑人黑户。③ 这是 80 年代初的统计，反映的是计划
经济后期的情况。可以说，城镇黑人黑户有着鲜明的体制外、自发性和常态化的特征。

2． 它直观地反映了城乡制度分割和利益分殊。计划经济时期，户籍登记、迁移制度与粮油供应
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结合在一起，造成城乡之间巨大的制度壁垒、身份差异和利
益鸿沟，“进城” “回城”成为牵动人心、牵涉利益的重大关切和行动。在制度性的户籍登记中，
无论农民进城，还是下放的市民、知青回城，都是小概率、小比例的事情。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
中，一部分人实际上进了城、回了城，却没得到户籍部门的认可，没有粮食部门的供应。城乡通婚
产生的黑人黑户，或许更能反映城乡利益的畸形分化。当时，城镇居民和农民之间的通婚受到极大
限制，但城镇男青年与农村女青年结婚，还是时有发生。对这些女青年，有的农村社队为减少参与
口粮分配的人数，不让她们参加劳动，不分配口粮; 她们又没有城镇户口，因而成为黑人黑户。④

同时，子女的户口类型一般随母亲，城镇男青年与农村女青年婚后所生子女，不愿在农村落户，又
不能随父落户城镇，也成了黑人黑户⑤; 一些农村社队不愿接收城乡通婚所生子女⑥。“进城”成黑
户，“回城”成黑户，乃至城乡通婚后妇女、儿童成黑户，虽人数规模不会很大，却直观而深切地
反映了城乡利益悬殊之下人们对城镇的向往以及随之作出的现实选择。

3． 它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前述 “大跃进”时期，生产、建设超出常规，
对劳动力的需求畸形膨胀，在城镇居民、工矿职工急速、大幅增长中生成部分黑人黑户，其实，其
他时候如大型建设引发的人口流动，也是黑人黑户的肇因之一。70 年代，贵州铁路建设大会战带来
省内人口大规模流动，除了有计划、有目的、有方向目标的十几万人流动，贵州总人口中无户口人
数快速增加，1970 年自发流入贵州的有 67326 人，至 1982 年无户口人员达到 151138 人，占全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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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 《铁岭市志·综合卷》，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 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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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贵阳市档案馆编: 《中共贵阳市历史文献选编 ( 1965 年—1966 年 4 月 ) 》，2006 年印
行，第 165页; 贺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贺州市志》( 下)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746页。
李健和主编: 《公安工作改革开放 30 年》，群众出版社，2008年，第 115—116页。
参见《中共贵阳市历史文献选编 ( 1963 年—1964年) 》，第 445页。



人数的 0．53%。这些无户口人员大多数分布在贵阳、安顺、遵义、六盘水、都匀和凯里等 6 个市和
靠近四川的毕节、遵义、铜仁等地区的相邻县份。①即使是正式招录的职工，他们的家属随迁而至，

户口、粮油关系不获解决，也成为黑人黑户的一个来源②。如湘潭钢铁厂就有 300 多户，占总人数
的 1．5%③。前文也提到，部分黑人黑户实际被一些厂矿单位以不同形式使用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计划经济的短缺特征。经济活动的展开，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不论这些需求是正常还是畸形
的，只要计划内的安排不能满足，企业就有计划外的劳动力需求，黑人黑户正是计划外劳动力供应
的一个来源。这也曲折地反映了城镇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此外，像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严重干扰了城乡秩序，在城乡人口 “大对流”的背
景下形成的城镇黑人黑户，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反映了城乡的分割和差别、城乡交流的必要和可
能。综合起来说，城镇黑人黑户的发生发展，是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之间一种特殊的交流和沟通形
态。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城乡之间的人员、商品和要素流通日益密切，城乡关系不断朝着 “统筹”
“一体化”方向发展，这既是体制变革、经济发展的成果，也为进一步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动力。

(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 责任编辑 朱昌裕)

① 潘治富主编: 《中国人口·贵州分册·贵州省人口 ( 初稿) 》，1985年印行，第 216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及审查意见》( 1—10) ，第 546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案及审查意见》( 1—7) ，第 20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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